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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
檢視同儕、專業與家外成人支持的緩衝作用

王齡竟　陳毓文

研究目的：檢視家庭衝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影響，並分析同儕支持、專業支持與

家外成年人支持對家庭衝突所造成的緩衝作用。研究方法：本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就讀

國、高中職之學生，經分層隨機抽樣，共計1,416人參與本研究；資料蒐集方法為自陳問
卷，並採團體施測方式取得研究資料，研究架構則以加入交互作用項之階層迴歸模式分

析之。研究結果：女性、年齡越大、雙親衝突與親子衝突越嚴重、同儕支持越少，青少

年憂鬱情緒得分越高；而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對家庭衝突產生不盡相同的緩衝效果。研

究結論：當雙親衝突程度較低時，同儕支持對憂鬱情緒的保護效果較好，然而當雙親衝

突程度較高時，專業支持則較能有效保護青少年免受憂鬱情緒的威脅。此外，當親子衝

突程度較低時，專業支持對憂鬱情緒的保護效果較好；當衝突程度較高時，家外成年人

支持則僅能夠部分緩衝親子衝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之影響。本研究建議相關專業應致力

於強化青少年社會支持，也針對家庭衝突介入的時機及方法提出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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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人類發展的過程中，青少年除了須面對生理上的快速改變，在心理發展上也

從追求安全感的兒童期進入獨立自主的成年期，處於自我認同與自我概念的統整階

段，社會發展也開始扮演越來越多的角色(Ashford, Lecroy, & Lortie, 1997)。發展心

理學者EriksonErikson(1968)指出，發展乃是在經歷過一連串危機(crisis)事件後人格整合的結

果；個體若能順利克服各階段所經歷的危機，便可健全發展，否則容易產生適應不

良的行為反應。國外有縱貫研究發現，童年的發展問題(如憂鬱、焦慮、偏差行為)會

影響青春期的適應狀況，青少年時期若沒有好的發展與適應，對成年也可能產生負

面的影響(Kim, Conger, Elder, & Lorenz, 2003)。

家庭乃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的重要場域，對其行為、情緒與認知發展影響甚

大(鄭麗珍，20012001)。家庭中有許多可能造成青少年負面適應結果的因素，如父母離

異(鄭麗珍，2001；Cui, Conger, & Lorenz, 20052001；Cui, Conger, & Lorenz, 2005；Cui, Conger, & Lorenz, 2005Cui, Conger, & Lorenz, 2005)、家庭經濟困境(Conger et al., 1992; 

Conger & Ge, 1994)，或是各種家庭生活壓力事件(Kim et al., 2003; Werner, 1989)等。

邱紹一、薛雪萍與李介至(2002)以臺北縣市國中生為對象，結果發現：家庭衝突對青

少年適應的影響較家庭失功能來得大；國外也有許多研究證實，家庭衝突對青少年

憂鬱情緒具有負向的影響(Borrine, Handal, Bro�n, & Searight, 1991; Kleinman, Handal, 

Enos, Searight, & Ross, 1989)。

雖然家庭衝突乃是成員間長期互動所造成的摩擦，當中的動力不容易在短時間

內改變，然而發展心理學家Werner及其研究團隊在夏威夷針對近700名兒童進行長達Werner及其研究團隊在夏威夷針對近700名兒童進行長達及其研究團隊在夏威夷針對近700名兒童進行長達700名兒童進行長達名兒童進行長達

32年的追蹤研究卻發現，這些兒童雖然生長在高風險的環境中，卻仍有約三分之一年的追蹤研究卻發現，這些兒童雖然生長在高風險的環境中，卻仍有約三分之一

的人在18歲時已健康成長為一個有能力、能愛、能就業，並擁有夢想的青年18歲時已健康成長為一個有能力、能愛、能就業，並擁有夢想的青年歲時已健康成長為一個有能力、能愛、能就業，並擁有夢想的青年(Werner, 

1989)。這些兒童之所以能健全成長，乃是因其生活中存在著一些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能夠緩衝環境中危險因子對人的負面影響，讓個體於面對外在環境壓力時

能克服逆境，順利成長。這些因子包含了：個人特質、家庭因素以及社會支持。社

會支持對於青少年憂鬱情緒具有正面影響(Colarossi & Eccles, 2003; Taylor, 1996)，也

能改變家庭衝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的關係(Abbey, Abramis, & Caplan, 1985)。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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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即在試圖瞭解：家庭衝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解釋，並探討社會支持是否能夠

在家庭衝突的壓力下發揮保護作用，藉以提供相關專業一個更積極、有效的處遇介

入點。

二、相關文獻與研究架構

(一)一))	青少年憂鬱情緒

針對憂鬱的研究主要有三大取向(Compas, Ey, & Grant, 1993; Petersen et al., 

1993)：一是從發展的觀點出發，認為憂鬱是一種在未特定時間中出現憂傷、不快樂

或是沮喪感覺的症狀，代表概念為憂鬱情緒。其二為憂鬱症候群，此乃源於多變項

分析的觀點，認為憂鬱症候包含了焦慮與憂鬱症狀，並與行為症狀(如：抱怨身體不

適、注意力問題、問題行為等)有顯著的相關性(Achenbach, 1991)。第三為憂鬱疾患

或稱臨床上的憂鬱症，此乃源於精神病理學，將憂鬱視為一種精神病理的疾患，包

含了相關症狀的症候群，且這些症狀增加了個體生活功能損害的危機，須依照相關

症狀的呈現、維持的時間以及嚴重程度來進行診斷。

青少年自陳的憂鬱或悲傷情緒與兒童時期相比有明顯增加的趨勢(Rutter, 1986)，

如國外研究顯示，少年時期為憂鬱所擾的比例乃是兒童時期的兩倍(McGee, Feehan, 

Willians, & Anderson, 1992)，且少年時期憂鬱情緒若未得到適當處理，對日後社會心

理發展將造成負面影響(Pelkonen, Marttunen, & Aro, 2002; Piko & Fitzpatrick, 2003)。

青少年期的憂鬱症狀越多，日後發展為憂鬱症的危險性越高(Le�insohn, Rohde, 

Klein, & Seeley, 19991999)，可見青少年乃是瞭解憂鬱情緒與疾患症狀的重要時期，也是

預防的關鍵時期(Petersen et al., 1993)。本研究便從預防的觀點出發，以一般在學青

少年的憂鬱情緒為關注焦點，而非針對達臨床診斷的憂鬱症候或是憂鬱疾患進行研

究。

(二)二))	保護因子及其運作模型

1.	危險與保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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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因子的概念源於流行病學，危險因子的存在代表其較可能與負向結果有

關，如心理疾病、偏差行為或負向社會表現(Jessor, Van Den Bos, Vanderryn, Costa, 

& Turbin, 1995)，其所代表的是一種「可能性」的概念(Burt, Resnick, & Novick, 

1998)，即當危險因子存在時，後續發展出問題的可能性會增加，超過一般人發生問

題的機率(Kazdin, Kraemer, Kessler, Kupfer, & Offord, 1997)。過去研究中，危險因子

乃是逆境的指標(曾文志，20062006)，涵蓋了遺傳、生物、心理、家庭、或社會經濟等相

當多類型的因素，當危險因子存在時，各種負向結果的發生率也會隨之提升。

1970年代，探討精神分裂症的學者發現，父母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兒童罹患此年代，探討精神分裂症的學者發現，父母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兒童罹患此

症的機率比一般兒童高出十倍以上(曾文志，20052005)，然而同樣以這些兒童為樣本的研

究發現：有些兒童儘管處於高風險環境中，卻能有良好的發展，這樣的結果引起發

展心理學界對於兒童抗壓力的研究產生興趣(Garmezy, Masten, & Tellegen, 1984; Jes-

sor et al., 1995)。此研究取向關注人如何在逆境中維持健康適應的能力，而學界則將

這些心理社會資源(包含個人與環境因素)以「保護因子」統稱之(曾文志，20062006)。

2. 保護因子的運作模型

多數學者同意保護因子與健全發展具相關性，但究竟保護因子是如何降低危險

因子對於負向結果的影響呢？這方面的討論出現了不同的看法(陳毓文，20042004)。部分

學者指出，過去的研究通常對保護因子的運作有兩種假設(Freitas & Do�ney, 1998)，

第一種假設認為，無論環境危險程度如何，保護因子均可降低青少年涉入高危險行

為的可能性(Jessor et al., 1995)，此論述強調保護因子對結果的直接影響(如：Gar-Gar-

mezy et al., 1984; Masten et al., 1988)；另一假設則認為，保護因子在高危險群上效果

較突出，認為保護因子緩衝了危險因子與問題行為之間的關係(Jessor et al., 1995)。

Fergus與Zimmerman與ZimmermanZimmerman(2005)整理過去相關研究，提出下列模型來解釋保護因子如何改

變危險因子對個體的負面影響：

(1) 主要效果模型(main effect model) (Luthar, 1993)

保護與危險因子形成簡單的相反作用(如圖一)，即危險因子降低社會適應，保護

因子則提升社會適應(Luthar, 1991)。在此模型中，保護因子在概念上獨立於危險因

子，對結果有直接的影響(Zimmerman & Arunkumar, 1994)，擁有較多的保護因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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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補償高危險情境對個體所造成的影響，使個體能夠與其他擁有低保護因子、且處

於低危險情境的個體，維持相當的能力(Masten et al., 1988)。

(2) 緩衝效果模型(moderating model) (Fitzpatrick, 1997)

此又稱為交互作用模型(Luthar, 1993)，該模型認為，保護因子乃是影響危險因

子與負面結果之間的關係，假設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具有交互作用關係，在預測社

會適應時便能夠緩和或減輕危險因子對負面結果的影響。過去不少學者(Cohen & 

Wills, 1985; Luthar, 1993; 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更進一步分析在此交互作

用中，保護因子所造成的不同效果為何，本文將其整理如下：

A. 完全緩衝效果完全緩衝效果(protective-stabilizing effect)：保護因子能消除危險因子的影

響，即當保護因子存在時，危險因子與負面結果之間就沒有相關，而缺乏

保護因子時，危險因子與負面結果則成正相關性，如圖二。

B. 部分緩衝效果部分緩衝效果(partially protective-stabilizing effect)：保護因子能夠減緩危險

因子的影響，但無法完全消除其作用，如圖三。

C. 保護強化效果保護強化效果(protective-enhancing effects)：幫助個體對抗壓力，並且隨著

危機的增加而強化其適應能力，如圖四。

D. 保護遞減效果保護遞減效果(protective-reactive effects)：使個體普遍佔有優勢，特別是在

壓力較低的環境中，但遇到高危險環境時，則沒有那麼強的保護效果，如

圖五。

圖一　主要效果模型圖示法

(改編自Masten et a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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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完全緩衝效果

(引自Fergus & Zimmerman, 2005)
圖三　部分緩衝效果

(引自Cohen & Wills, 1985)

圖四　保護強化效果

(改編自Masten et al., 1988)
圖五　保護遞減效果

(改編自Fergus & Zimmerman, 2005)

由於本研究重點在檢視不同社會支持是否能夠在家庭衝突的壓力下對青少年憂

鬱情緒發揮保護的效果，因此將以緩衝效果模型的假設來檢視：家庭衝突、不同來

源的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之間的關係。

(三)	家庭衝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

許多研究發現：家庭衝突越嚴重，青少年越容易產生心理適應問題(Kleinman et 

al., 1989; Sheeber, Hops, Alpert, Davis, & Andre�s, 1997)，且衝突本身才是影響兒童、

青少年心理適應的主要因素，而非家庭結構或父母婚姻狀態(Borrine et al., 1991)。除

了探討家庭衝突對子女適應的影響外，也有學者針對父母之間的婚姻衝突，及父母

與子女間的親子衝突作更細緻的研究。在雙親衝突方面，Cui等Cui等等(2005)針對451個家庭451個家庭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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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長達五年的追蹤研究，結果發現：雙親衝突能夠預測青少年適應問題(憂鬱、

焦慮、偏差行為)。國內以雙親衝突為主題的研究也發現，當父母之間衝突程度越嚴

重，青少年越容易產生憂鬱等心理適應問題(江睿霞，1994；陳毓文，20041994；陳毓文，2004；陳毓文，20042004)。

在親子衝突的研究中，Barber和DelfabbroBarber和Delfabbro和DelfabbroDelfabbro(2000)針對澳洲377個家庭進行電話377個家庭進行電話個家庭進行電話

訪問，探討14至19歲青少年心理與行為適應之相關因素，研究發現，無論性別，當14至19歲青少年心理與行為適應之相關因素，研究發現，無論性別，當至19歲青少年心理與行為適應之相關因素，研究發現，無論性別，當19歲青少年心理與行為適應之相關因素，研究發現，無論性別，當歲青少年心理與行為適應之相關因素，研究發現，無論性別，當

青少年知覺與母親衝突越多，其心理適應越差。Pasch等Pasch等等(2006)的研究也發現一樣的

結果，親子之間的衝突越嚴重者，青少年在焦慮、憤怒、憂鬱量表的得分越高。韓

國及香港學者也都在研究中發現，日常生活中的親子衝突能夠預測青少年憂鬱情緒 

(Ma & Shek, 2001; Shek, 1998)。

由此可見，無論是婚姻或是親子衝突，對於青少年的憂鬱情緒皆有顯著的影

響。不過目前多採整體檢視家庭成員間所有的衝突，或是單獨檢視次系統的衝突對

子女適應的影響，較少同時考量雙親衝突與親子衝突對子女憂鬱情緒的影響。然

而，此不同來源的衝突對子女的影響程度可能是不同的，如Acock和DemoAcock和Demo和DemoDemo(1999)曾

分析兩波美國國家家戶調查部分資料(1987-1988為第一波，1992-1994為第二波為第一波，1992-1994為第二波1992-1994為第二波為第二波)，結

果發現：親子衝突要比雙親衝突更能解釋子女的心理適應問題。為求更完整的呈現

父母與親子衝突對青少年子女憂鬱情緒的影響，本研究遂同時考量父母與親子等兩

個次系統的衝突情況，以檢視並比較其對青少年的影響。

(四)	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

過去有許多實證研究發現，青少年所感受到來自同儕、學校、社會等各方面的

支持程度往往與其適應有很大的相關性(Bender & Losel, 1997; Burk & Laursen, 2005; 

Jessor et al., 1995)。社會支持是一個動態的人際歷程，是個包含多向度的概念(周

玉慧，19971997)，其內涵多樣化，大致可分為：情感支持、資訊支持與實質支持三類

(Sarason & Sarason, 1985; Turner & Noh, 1983)。支持的來源則包含了：非正式的支援

網絡，如：家庭成員、朋友、同事、親戚、鄰居(Sarason & Sarason, 1985)，以及正

式的社會支持網絡，如：學校、衛生機關、政府、互助團體或民間福利機構的工作

者等(Bro�n, 1974；鄭照順，1997；鄭照順，19971997)。因支持的來源與接受者的特質並不盡相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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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影響也不同，因此有必要檢視不同支持來源的影響程度(Colarossi & Eccles, 

2003)。本研究將社會支持來源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的支持系統，正式支持系統包含了

學校內的教師、行政人員、輔導老師、社工，以及政府或民間機構的工作人員；非

正式支持系統則分為家外成年人(親戚、鄰居等)與同儕朋友兩類。

上述這些網絡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對青少年心理適應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特別

是同儕團體。Young、Berenson、Cohen與GraciaYoung、Berenson、Cohen與Gracia、Berenson、Cohen與GraciaBerenson、Cohen與Gracia、Cohen與GraciaCohen與Gracia與GraciaGracia(2005)在為期兩年的追蹤研究中發

現：相較於青少年前期，較年長青少年所獲得的同儕支持對於日後的憂鬱症狀有顯

著的影響力，支持越多，就越不容易出現憂鬱症狀。除了同儕支持，來自師長等

專業人士、親戚、家外成年人等的支持對青少年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Colarossi和Colarossi和和

Eccles(2003)在兩年內追蹤217位15-18歲青少年，結果發現，擁有同儕、師長的支持217位15-18歲青少年，結果發現，擁有同儕、師長的支持位15-18歲青少年，結果發現，擁有同儕、師長的支持15-18歲青少年，結果發現，擁有同儕、師長的支持歲青少年，結果發現，擁有同儕、師長的支持

會使青少年憂鬱情緒狀況隨時間演進而減少。TaylorTaylor(1996)針對135位14-19歲的青少135位14-19歲的青少位14-19歲的青少14-19歲的青少歲的青少

年研究後發現，缺乏親戚支持的青少年，越可能產生心理方面的問題，如憂鬱、食

慾不振、失眠等。

檢視過去相關研究後可發現，社會支持除了對青少年憂鬱情緒有直接的影響

外，也具有緩衝保護的作用，如Abbey等Abbey等等(1985)在針對168位大學生進行社會衝突與168位大學生進行社會衝突與位大學生進行社會衝突與

支持的研究便發現：當個體在高衝突的情境下，社會支持具有緩衝、保護的效果，

保護個體遠離憂鬱、焦慮等症狀，並維持一定程度的生活品質。ChengCheng(1997)針對香

港249位七至九年級的中學生，分別測量其生活中的壓力事件，及其所知覺到的同249位七至九年級的中學生，分別測量其生活中的壓力事件，及其所知覺到的同位七至九年級的中學生，分別測量其生活中的壓力事件，及其所知覺到的同

儕支持，結果發現：在高壓的情境下，同儕支持能夠緩衝壓力對憂鬱所造成的負面

影響。此外，生長於充滿衝突，不和諧家庭中的青少年，若能與家外成年人建立關

係，則家庭衝突對他們心理適應的負面影響會較低(陳毓文，2004；Jenkins & Smith,2004；Jenkins & Smith,；Jenkins & Smith,Jenkins & Smith, 

1990)。

社會支持對於個體的影響究竟是主要效果或是緩衝效果呢？Cohen和WillsCohen和Wills和WillsWills(1985)

將社會支持測量分為兩種測量模式：一是結構測量，僅測量社會支持的存在與否，

或者是個體支持關係的數量多寡，但不測量這些關係實際所提供的支持功能。另一

種則是功能測量，測量個體知覺的各種支持功能，包含了資訊支持、工具支持及情

感支持等。Cohen和WillsCohen和Wills和WillsWills(1985)在整理過去文獻後發現，當研究者採取的是結構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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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主要效果模型成立，而緩衝效果模型則是在測量知覺支持時容易成立。因本

研究目的在探討個體知覺各種社會支持來源是否能夠在家庭衝突的壓力下發揮緩衝

作用，故將採功能取向來測量個體所知覺的社會支持程度。

(五)五))	解釋青少年憂鬱情緒之其他相關因素

 除了家庭衝突與社會支持外，也不能忽略性別與年齡差異對青少年憂鬱情緒

的影響。過去許多相關研究均指出，女性的憂鬱情形較男性嚴重(朱崇信，2005；陳2005；陳；陳

毓文，2004；Burk & Laursen, 2005; Waaktaar, Borge, Fundingsrud, Christie, & Torgersen,2004；Burk & Laursen, 2005; Waaktaar, Borge, Fundingsrud, Christie, & Torgersen,；Burk & Laursen, 2005; Waaktaar, Borge, Fundingsrud, Christie, & Torgersen,Burk & Laursen, 2005; Waaktaar, Borge, Fundingsrud, Christie, & Torgersen, 

2004)。不論中外研究均發現，青少年隨著年齡增長，要面對更多學業壓力，一般福祉

下降，其心理及行為適應也有惡化的發展趨勢，而憂鬱情緒也往往與年齡呈現正相關

性(陳毓文，2004；Burk & Laursen, 2005; Størksen, Røysamb, Moum, & Tambs, 2005 Størksen, Røysamb, Moum, & Tambs, 2005Størksen, Røysamb, Moum, & Tambs, 2005)。

(六) 研究假設與架構六) 研究假設與架構) 研究假設與架構研究假設與架構

根據以上文獻論述，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以檢視家庭衝突對少年憂鬱情緒的

影響，並探討社會支持在其中的保護效果，研究架構如圖六所示：

1. 性別和年齡與青少年憂鬱情緒有關：女性、年齡越大者，憂鬱情緒得分越性別和年齡與青少年憂鬱情緒有關：女性、年齡越大者，憂鬱情緒得分越

高。

2. 家庭衝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有直接的負面影響，家庭衝突越嚴重，青少年憂家庭衝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有直接的負面影響，家庭衝突越嚴重，青少年憂

鬱情緒得分越高。

3. 來自同儕、家外成年人，以及專業人士的社會支持能夠緩衝家庭衝突對青少來自同儕、家外成年人，以及專業人士的社會支持能夠緩衝家庭衝突對青少

年憂鬱情緒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	樣本來源與抽樣原則

本研究母體為台灣地區就讀國中一年級(七年級)至高中職三年級的在學學生，

採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將臺灣地區分成北、中、南、東四大地區，並依學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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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分為國中組與高中、職兩組。於96年5月參考教育部所公佈之各級學校名錄96年5月參考教育部所公佈之各級學校名錄年5月參考教育部所公佈之各級學校名錄5月參考教育部所公佈之各級學校名錄月參考教育部所公佈之各級學校名錄(教育

部，20062006)，隨機從各區域中抽出縣市、再從每一個縣市抽出國中與高中或高職各一

間學校為受訪學校。為兼顧樣本各級學校分配，遂以國中、高中、高職學生母體人

數比例為抽樣參考(國中：高中：高職約為56：24：2056：24：20：24：2024：20：2020)，在此抽樣原則下，受訪學校

位於的縣市包含：台北縣、桃園縣、台中市、南投縣、嘉義縣、高雄市、花蓮縣。

研究樣本共來自七個縣市，共計15所學校，41個班級。15所學校，41個班級。所學校，41個班級。41個班級。個班級。

(二)二))	樣本背景資料

依據以上的抽樣原則，本研究共發出1,416份問卷，在扣除20份無效問卷以及遺1,416份問卷，在扣除20份無效問卷以及遺份問卷，在扣除20份無效問卷以及遺20份無效問卷以及遺份無效問卷以及遺

漏值之問卷後；有效問卷共計1,242份，其中國中658份，佔有效樣本53.0%，高中1,242份，其中國中658份，佔有效樣本53.0%，高中份，其中國中658份，佔有效樣本53.0%，高中658份，佔有效樣本53.0%，高中份，佔有效樣本53.0%，高中53.0%，高中，高中

315份份(25.4%)，高職269份269份份(21.7%)。在1,242位學生中，男女性分別為591人1,242位學生中，男女性分別為591人位學生中，男女性分別為591人591人人(47.6%)及

圖六　研究架構—社會支持之緩衝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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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人人(52.4%)。在年齡分佈上，本研究的樣本年齡介於11至19歲，平均年齡為14.8歲11至19歲，平均年齡為14.8歲至19歲，平均年齡為14.8歲19歲，平均年齡為14.8歲歲，平均年齡為14.8歲14.8歲歲

(SD＝1.561.56)。就地區分布來看，由於東部學校較少，故在樣本中亦出現相似的分布狀

況(東部學生占總人數的9.6%9.6%)，其他如北區共426人，占總人數的34.3%，中區350人426人，占總人數的34.3%，中區350人人，占總人數的34.3%，中區350人34.3%，中區350人，中區350人350人人

(28.2%)、南區347人347人人(28.0%)。

(三)	變項與測量工具

本研究主要採用一些過去研究用過，且具備良好信、效度之工具來測量所有變

項，由於部分量表的題數過多，故先藉由預測，以因素分析來針對上述量表進行效

度檢驗，預先施測對象為台北市某國中國一到國三、基隆市某高中高一、高二各一

班學生，共169人進行試測，事後採驗證型因素分析策略，將因素負荷量低於.5之題169人進行試測，事後採驗證型因素分析策略，將因素負荷量低於.5之題人進行試測，事後採驗證型因素分析策略，將因素負荷量低於.5之題.5之題之題

目予以刪除。以下便針對各測量工具內容以及其信、效度進行說明。

1. 雙親衝突

本研究採用「兒童知覺雙親衝突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簡稱CPIC，簡稱CPICCPIC) (Grych, Seid, & Fincham, 1992)中兒童陳述父母衝突的「頻

率」(如：我經常看見爸媽爭吵 )、「強度」(如：爸媽在爭吵時會動手 )、「原因穩定

性」(如：因為爸媽不是真的相愛，所以他們會爭吵 )、「解決」(如：爸媽對某件事

的意見不同時，他們通常會想出解決的辦法 )等特質的四個子量表，共計23題。本研23題。本研題。本研

究所使用的為江睿霞(1994)的翻譯版本，採三點量表計分方式，受訪者按題目內容勾

選「不會這樣」者得0分、「0分、「分、「有時這樣」者得1分、「1分、「分、「常常這樣」者得2分。在刪除因2分。在刪除因分。在刪除因

素負荷量低於.5的題目後，正式施測量表共計17題，加總後分數越高，代表受訪者.5的題目後，正式施測量表共計17題，加總後分數越高，代表受訪者的題目後，正式施測量表共計17題，加總後分數越高，代表受訪者17題，加總後分數越高，代表受訪者題，加總後分數越高，代表受訪者

所知覺之父母衝突程度越嚴重(Cronbach’s α＝.90.90)。

2. 親子衝突

本研究採用王淑卿(2004)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及量表後所編製的「親子衝突量

表」，原量表共29題，包含五個因素：「溝通與價值觀衝突」29題，包含五個因素：「溝通與價值觀衝突」題，包含五個因素：「溝通與價值觀衝突」(如：父母常錯怪我，

不給我說明的機會 )、「消費衝突」(如：父母嫌我買了太多不該買的東西 )、「生活

習慣衝突」(如：父母總是嫌我太懶 )、「學校成就衝突」(如：父母對我的課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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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高 )，以及「交友衝突」(如：父母不准朋友打電話給我 )，採五點量表計分方式填

答，受訪者按題目內容勾選「從未如此」者得0分、「0分、「分、「很少如此」者得1分、「1分、「分、「有時

如此」者得2分、「2分、「分、「經常如此」者得3分、「3分、「分、「總是如此」者得4分。在刪除因素負荷量4分。在刪除因素負荷量分。在刪除因素負荷量

低於.5的題目後，正式施測量表共28題，加總後分數越高，表示親子衝突狀況越嚴.5的題目後，正式施測量表共28題，加總後分數越高，表示親子衝突狀況越嚴的題目後，正式施測量表共28題，加總後分數越高，表示親子衝突狀況越嚴28題，加總後分數越高，表示親子衝突狀況越嚴題，加總後分數越高，表示親子衝突狀況越嚴

重(Cronbach’s α＝.94.94)。

3. 社會支持

本研究採用劉宗幸(1999)的「學生社會支持量表」，原量表共18題，包含了「訊18題，包含了「訊題，包含了「訊

息支持」(如：有人會清楚的告訴我步驟，讓我知道該怎麼做 )、「情緒支持」(如：

有人會安慰我、有人願意聽我訴說我的心事 )，以及「關懷」(如：有人關心和愛護

我 )三個部分，採四點量表計分形式，受訪者乃針對各種情況下所能得到的支持程度

表達意見，回答「非常不符合」者得0分、「0分、「分、「不符合」者得1分、「1分、「分、「符合」者得2分、2分、分、

「非常符合」者得3分，在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5的題目之後，正式量表共計17題。3分，在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5的題目之後，正式量表共計17題。分，在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5的題目之後，正式量表共計17題。.5的題目之後，正式量表共計17題。的題目之後，正式量表共計17題。17題。題。

由於原量表乃是測量家庭以外所有的社會支持，本研究為探討不同社會支持來源對

少年的影響，針對每一種支持來源，分別以17題之社會支持量表測量之。三種不同17題之社會支持量表測量之。三種不同題之社會支持量表測量之。三種不同

支持來源包含：非正式系統中家外成年人的支持、同儕朋友的支持，以及正式系統

中專業人士(學校老師、行政人員、輔導老師、社工、機關/構的社工等/構的社工等構的社工等)的支持，每

一個量表前皆加上針對三種不同特定對象的說明語，三個支持來源分別加總後，總

分越高，代表其所獲得該來源的支持程度越高，各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均達到.94.94

以上。

4. 青少年憂鬱情緒

本研究在取得鄭泰安博士同意後，採用其翻譯之美國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量

表CES-DCES-D(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Scale) (Chien & Cheng, 1985)來測量青少

年的憂鬱情緒。本量表共計20題，旨在詢問受訪者過去一週內所經歷的各種症狀程20題，旨在詢問受訪者過去一週內所經歷的各種症狀程題，旨在詢問受訪者過去一週內所經歷的各種症狀程

度(如：我比平日不愛講話、我覺得悶悶不樂 )，依照自己的實際狀況選擇一個合適

的選項，選項從0-3，包含「0-3，包含「，包含「沒有或極少」、「有時」、「時常」到「經常」，得分

越高代表症狀發生的頻率越高，加總後分數越高代表憂鬱情緒越嚴重(Cronbach’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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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9)。

(四)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中集體填寫匿名問卷的方式蒐集資料。集體填寫問卷除

了省時、省錢、回收率高等優點外(簡春安、鄒平儀，20022002)，最大好處在於顧及受

訪者的隱私，因問卷中涉及不少個人心理問題、行為問題，以及家庭互動等個人隱

私，若以面訪方式進行可能會使受訪者對某些題目有所隱藏，造成研究信、效度上

的問題(陳毓文，20042004)。此外，要在短時間內以面訪方式取得大量資料也有執行上的

困難度，相較之下，集體填寫法在能夠協助集合樣本的行政系統中(如學校團體)，是

非常適合的資料蒐集方法(簡春安、鄒平儀，20022002)。本研究正式施測時間從96年10月96年10月年10月10月月

11日至11月30日止，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學校各班級進行說明與集體施測。日至11月30日止，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學校各班級進行說明與集體施測。11月30日止，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學校各班級進行說明與集體施測。月30日止，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學校各班級進行說明與集體施測。30日止，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學校各班級進行說明與集體施測。日止，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學校各班級進行說明與集體施測。

(五) 資料整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SPS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所有問卷資料均先經由過錄SPS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所有問卷資料均先經由過錄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所有問卷資料均先經由過錄

編碼(coding)，並進行檢誤，以確保所輸入資料之正確性。除了針對所有變項提供各

種描述統計值，如次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亦藉由t檢定、F檢定以及皮爾森

相關係數分析進行雙變項分析，並採用階層迴歸分析檢測不同衝突來源與社會支持

之間的交互作用項，以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架構。

四、研究結果

在將各變項放進迴歸模式之前，本研究先針對迴歸模式之基本假設與多元共線

性問題進行檢測，結果並未發現有嚴重違反假設或共線性的情況。由於本研究目的

之一在於檢視社會支持的緩衝作用，在處理交互作用項時依照PedhazurPedhazur(1997)的建

議，於變項相乘前先做中心化(centerized)處理，再將中心化後的變項相乘為交互作

用項，以置入階層迴歸模式中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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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憂鬱情緒一) 憂鬱情緒) 憂鬱情緒憂鬱情緒

受訪者在總分60分的憂鬱情緒量表中，得分最大值為60，最小值為0，樣本平60分的憂鬱情緒量表中，得分最大值為60，最小值為0，樣本平分的憂鬱情緒量表中，得分最大值為60，最小值為0，樣本平60，最小值為0，樣本平，最小值為0，樣本平0，樣本平，樣本平

均得分為18.5618.56(SD＝10.2610.26)。此結果與國內學者陳為堅(2005)以台北市2,447名國中2,447名國中名國中

生為對象的研究中，量表平均得分16.716.7(SD＝9.69.6)相差不遠。此外，先前亦有研究發

現CES-D量表在國中生樣本中最適切換點為28分，並透過分層特異概似比CES-D量表在國中生樣本中最適切換點為28分，並透過分層特異概似比量表在國中生樣本中最適切換點為28分，並透過分層特異概似比28分，並透過分層特異概似比分，並透過分層特異概似比(Stratum-

specific likelihood ratio, SSLR)分析將CES-D區分成：無或輕微症狀CES-D區分成：無或輕微症狀區分成：無或輕微症狀(0-28分分)、中度

症狀(29-48分分)，以及重度症狀(49-60分分)三個組別(Yang, Soong, Kuo, Chang, & Chen, 

2004)。本研究中有83.0%83.0%(1,031人人)的受訪者得分介於0-28分，16.3%0-28分，16.3%分，16.3%16.3%(202人人)的受訪者

得分介於29-48分，僅有0.7%29-48分，僅有0.7%分，僅有0.7%0.7%(9人人)的受訪者得分超過49分，可見受訪青少年的憂鬱情49分，可見受訪青少年的憂鬱情分，可見受訪青少年的憂鬱情

緒不算很嚴重，不過仍有超過半數(58.4%)的青少年認為自己較少覺得「我和別人一

樣好」，46.9%的青少年對於「我對未來充滿希望」選擇極少或有時，37.0%的青少46.9%的青少年對於「我對未來充滿希望」選擇極少或有時，37.0%的青少的青少年對於「我對未來充滿希望」選擇極少或有時，37.0%的青少37.0%的青少的青少

年表示自己時常或經常「做事時無法集中精神」。

為進一步比較不同學制的受訪者在憂鬱情緒得分上的差異，本研究以F檢定來檢

測國中(M＝17.56，17.56，，SD＝10.2210.22)、高中(M＝19.91，19.91，，SD＝9.899.89)及高職學生(M＝19.41，19.41，，

SD＝10.5610.56)在憂鬱情緒上的差異時，發現三組在憂鬱情緒得分上的差異有達統計上

的顯著(F(2, 1239)＝6.87，6.87，，p＜.01.01)，進行Scheffe事後檢定則發現，高中與高職生的憂鬱Scheffe事後檢定則發現，高中與高職生的憂鬱事後檢定則發現，高中與高職生的憂鬱

情緒得分均比國中生高，而高中與高職生之間則沒有顯著差異。此現象支持了年齡

和憂鬱情緒之間相關性的論述，年齡較長者，憂鬱情緒得分也越高，而同齡的高中

與高職生則未見得分上的差異性。由於本研究已經將年齡變項放入多元模式中，故

不將學制放入多元模式中進行分析。

(二)二))	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

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均呈現趨近常態分配分佈，大部分受訪者的得分皆居於

平均數上下一個標準差之間(詳見表一)。整體看來，家庭衝突程度多半在中等以下

(親子衝突各題得分最高為4分，每題平均數不超過2分，雙親衝突最高2分，每題平4分，每題平均數不超過2分，雙親衝突最高2分，每題平分，每題平均數不超過2分，雙親衝突最高2分，每題平2分，雙親衝突最高2分，每題平分，雙親衝突最高2分，每題平2分，每題平分，每題平

均數不超過1分1分分)，親子之間最容易因學業問題起衝突，如「父母常拿我的成績和別

人比」(46.7%)、「父母常常嫌我電視看太久，都不讀書」(45.4%)等。雙親衝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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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不少青少年表示父母衝突的強度很高，如有41.6%的青少年表示「爸媽在爭吵41.6%的青少年表示「爸媽在爭吵的青少年表示「爸媽在爭吵

的時候常常會變得很生氣」、18.5%的青少年表示父母在爭吵時會大吼大叫，「爸18.5%的青少年表示父母在爭吵時會大吼大叫，「爸的青少年表示父母在爭吵時會大吼大叫，「爸

媽在爭吵時會摔東西」的青少年佔了8.2%，「爸媽在爭吵時會動手」也佔了5.1%。8.2%，「爸媽在爭吵時會動手」也佔了5.1%。，「爸媽在爭吵時會動手」也佔了5.1%。5.1%。。

進一步比較不同學制的受訪者在雙親衝突及親子衝突得分上的差異，發現國中、高

中、高職學生在此部分沒有顯著差異。

社會支持方面，青少年接受到的支持程度則約在中等以上(每題最高3分，各題3分，各題分，各題

平均數接近22)。同儕支持的平均得分為32.1132.11(SD＝11.0711.07)，較家外成年人支持(M＝

29.95，，SD＝12.5512.55)，及專業支持(M＝29.51，29.51，，SD＝12.3512.35)為高，進行相依樣本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不同支持來源平均得分的差異性有達統計上的顯著(F(2, 2482)＝

11320.01，，p＜.001.001)。Scheffe事後比較則顯示：同儕支持的程度顯著高於專業支持與Scheffe事後比較則顯示：同儕支持的程度顯著高於專業支持與事後比較則顯示：同儕支持的程度顯著高於專業支持與

家外成人支持，而家外成人支持與專業支持之間的平均得分則未見顯著差異性。

若進一步檢視不同學制的受訪者在社會支持上的差異，三組在同儕支持(F(2, 1239)

＝6.47，6.47，，p＜.01.01)與專業支持(F(2, 1239)＝9.17，p＜.001.001)有顯著差異，家外成人支持程度

則未有顯著差異。Scheffe事後檢定顯示：在同儕支持方面，高中生Scheffe事後檢定顯示：在同儕支持方面，高中生事後檢定顯示：在同儕支持方面，高中生(M＝33.61，33.61，，SD

＝9.919.91)比國中生(M＝31.32，31.32，，S＝11.6811.68)擁有更多的同儕支持；而在專業支持方面，

高中生(M＝32.01，32.01，，SD＝10.7510.75)要比國中生(M＝28.84，28.84，，SD＝12.7312.73)與高職生(M＝

28.23，，SD＝12.8012.80)都擁有更多的專業支持。

最後，針對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各自變項進行相關性檢測後發現，青少年憂鬱情

緒與各自變項之間皆有顯著相關，且方向與假設一致，即當青少年知覺雙親衝突、

親子衝突越嚴重，則憂鬱情緒得分越高；而當青少年接受到越多來自同儕、家外成

表一　各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N＝1,2421,242)
自變項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各題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親子衝突 112 0 43.94 1.57 41.00 21.72
雙親衝突 34 0 12.43 0.73 11.00 7.24
同儕支持 51 0 32.11 1.89 33.00 11.07
家外成年人支持 51 0 29.95 1.76 31.00 12.55
專業支持 51 0 29.51 1.74 31.00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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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或是專業人士的社會支持時，其憂鬱情緒得分就越低(詳見表二)。

(三) 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各自變項之階層迴歸分析三) 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各自變項之階層迴歸分析) 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各自變項之階層迴歸分析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各自變項之階層迴歸分析

因本研究將檢測保護因子之緩衝效果，故採階層迴歸分析法進行模式檢測，第

一階先放入人口背景變項、危險與保護因子等主要作用項，之後則放入危險與保護

因子交乘項，以檢視其調節效果是否存在。

由表三可以發現：在未加入交乘項前，該模式有達統計上的顯著(F (7, 1234)＝

59.46，，p＜.001.001)，模式解釋力為25.2%。進一步檢視各自變項對憂鬱情緒的解釋力時25.2%。進一步檢視各自變項對憂鬱情緒的解釋力時。進一步檢視各自變項對憂鬱情緒的解釋力時

可發現：性別(β＝-.18，-.18，，p＜.001.001)、年齡(β＝.11，.11，，p＜.001.001)，以及所有的危險因子皆

能解釋青少年憂鬱情緒，其中以親子衝突的解釋力最強(β＝.33，.33，，p＜.001.001)；而保護

因子中，則只有同儕支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解釋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β＝-.16，-.16，，

p＜.001.001)，即女性、年齡越大、雙親衝突、親子衝突越嚴重、同儕支持越少的青少

年，其憂鬱情緒得分越高。

模式二在模式一的基礎上加入交乘項，以檢測保護因子是否能夠緩衝危險因

子對憂鬱情緒的影響，並檢視其緩衝的本質。此模式整體上也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F(13, 1228)=33.43，，p＜.001.001)，模式解釋力比模式一增加了約1%，此增加量雖不大，1%，此增加量雖不大，，此增加量雖不大，

但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R2＝.01，.01，，p＝.019.019)。在各自變項的表現部分，危險因子中

的雙親衝突、親子衝突以及保護因子中的同儕支持仍具有主要作用。在交互作用方

表二　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各自變項之相關矩陣表

憂鬱情緒 父母衝突 親子衝突 同儕支持
家外成年

人支持
專業支持

憂鬱情緒 --
雙親衝突 .30*** --
親子衝突 .40*** .36*** --
同儕支持 -.20*** -.17*** -.07** --
家外成年人支持 -.22*** -.22*** -.16*** .60*** --
專業支持 -.18*** -.14*** -.10** .54*** .56*** --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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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發現，有達統計上顯著的變項包括：雙親衝突與同儕支持的交乘項(β＝.07，.07，，

p＜.05.05)、雙親衝突與專業支持的交乘項(β＝-.10，-.10，，p＜.01.01)，親子衝突與家外成年

人支持的交乘項(β＝-.08，-.08，，p＜.05.05)，以及親子衝突與專業支持的交乘項(β＝.07，.07，，p

＜.05.05)。由此可見，在青少年憂鬱情緒上，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的緩衝作用模型部分

成立，只是不同的保護因子對不同的危險因子有不同的緩衝效果。

為更進一步探討交互作用的本質，接下來針對第二階段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

表三　危險因子保護因子與憂鬱情緒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自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β SE β SE
性別(男＝1，女＝01，女＝0，女＝00) -.18*** .53 -.19*** .53
年齡 .11*** .16 .11*** .16
危險因子

    雙親衝突 .13*** .04 .12*** .04
    親子衝突 .33*** .01 .33*** .01
保護因子

    同儕支持 -.16*** .03 -.16*** .03
    家外成年人支持 -.05 .03 -.04 .03
    專業支持 -.04 .04 -.04 .03
交互作用

    雙親衝突×同儕支持 .07* .00
    雙親衝突×家外成年人支持 -.00 .00
    雙親衝突×專業支持 -.10** .00
    親子衝突×同儕支持 -.01 .00
    親子衝突×家外成年人支持 -.08* .00
    親子衝突×專業支持 .07* .00
模式顯著性 F(7, 1234)＝59.46***59.46*** F(13, 1228)＝33.43***33.43***

模式解釋力
R2＝.252.252

∆R2＝.223***
R2＝.261

∆R2＝.009*
註1：1：：β為標準化之迴歸係數值。
*p＜.05, **.05, **p＜.01, ***.01, ***p＜.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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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的變項，採取單純斜率迴歸分析(simple slope regression analysis)以檢測之(Ai-

ken & West, 1991)。當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時，取其保護因子變項高、低值(分別為

+1SD、-1-1SD)，以檢視危險因子在憂鬱得分上的斜率(b)是否因保護因子高低兩組而

有所不同，分析結果討論於下：

(1) 雙親衝突×同儕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雙親衝突×同儕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

雙親衝突×同儕支持的交互作用效果在同儕支持高時，雙親衝突對憂鬱得分有

顯著的解釋力(b＝.27，.27，，p＜.001.001)；而在同儕支持低時，雙親衝突對憂鬱得分則無顯著

解釋力(b＝.08，.08，，p＞.05，如圖五.05，如圖五，如圖五)。此交互作用乃符合Luthar等Luthar等等(2000)所提出的保護遞

減效果，亦即就同儕支持這個保護因子而言，遇到高危險或高壓的環境時，其較無

法發揮強有力的保護效果。

(2) 雙親衝突×專業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雙親衝突×專業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

雙親衝突×專業支持的交互作用在專業支持低時，雙親衝突對憂鬱得分有顯著

的解釋力(b＝.31，.31，，p＜.001.001)；而在專業支持高時，雙親衝突對憂鬱得分則無顯著影響

(b＝.04，.04，，p＞.05，如圖二.05，如圖二，如圖二)。此交互作用乃符合Cohen和WillsCohen和Wills和WillsWills(1985)所提出的完全緩衝

效果，亦即當青少年擁有足夠的專業支持時，雙親衝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之間的負

面影響結果就不存在；但若缺乏專業支持，則雙親衝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之間的負

面結果便成正相關性。

(3) 親子衝突×家外成年人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親子衝突×家外成年人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

親子衝突×家外成年人支持的交互作用分析發現：無論家外成年人的支持高

低，親子衝突對憂鬱情緒皆有顯著的影響，但當家外成年人支持較高時，親子衝突

對憂鬱情緒的影響相對來得較弱(b＝.12，.12，，p＜.001.001)，換言之，當青少年擁有較少家

外成年人支持時，親子衝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解釋力較強(b＝.19，.19，，p＜.001，如圖.001，如圖，如圖

三)。此交互作用乃符合Cohen和WillsCohen和Wills和WillsWills(1985)所提出的部分緩衝效果，在此保護因子

雖然不能夠完全消除危險因子的影響，但能夠緩衝部分的負面影響結果。

(4) 親子衝突×專業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親子衝突×專業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

親子衝突×專業支持的交互作用分析發現：無論專業支持程度高低，親子衝突

對憂鬱情緒皆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專業支持較高時，親子衝突對憂鬱情緒的影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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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來得較強(b＝.19，.19，，p＜.001.001)，換言之，當青少年擁有較少的專業支持時，親子衝

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解釋力較弱(b＝.13，.13，，p＜.001，如圖五.001，如圖五，如圖五)。此交互作用較類似

Luthar等等(2000)所提出的保護遞減效果，亦即保護因子在低壓的環境下使個體普遍地

佔有優勢，但遇到高危險環境時，則沒有那麼強的保護效果。

五、討論與建議

(一)一))	重要發現之討論

本研究發現，女性、年齡越長、雙親衝突與親子衝突越嚴重，青少年憂鬱情緒

得分越高，且親子衝突的影響比雙親衝突來得大，這些結果均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

相符；然在社會支持上則發現僅有同儕支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有直接的影響。過去

文獻中多以單一社會支持為測量變項(Demir & Urberg, 2004; Taylor, 1996)，或將不

同來源的社會支持合併為一個變項來檢視社會支持對青少年的影響(Bender & Losel, 

1997)，較少見到同時檢視同儕支持、家外成年人支持以及專業支持對青少年憂鬱情

緒的研究。本研究結果發現，擁有越多同儕支持，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得分會越低，

專業支持與家外成年人支持對於青少年憂鬱情緒則沒有直接的影響；而不同來源的

社會支持對不同形式的家庭衝突也會產生不同的緩衝效果。以下便以不同支持來源

與緩衝效果的本質進一步討論：

1. 同儕支持的保護功能同儕支持的保護功能

同儕支持對於雙親衝突，在青少年的憂鬱情緒上具有緩衝的作用，此結果和國

內學者陳毓文(2004)的研究結果有其類似之處，該研究發現：同儕支持能夠緩衝家

庭經濟壓力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負面影響。然而本研究結果更詳細地呈現此緩衝效

果的本質，並發現：當青少年面臨的雙親衝突問題不太嚴重時，同儕的支持對其心

理健康的維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也許可以提供青少年一個宣洩的出口，協助其減

壓；但是當雙親衝突越趨嚴重時，只靠同儕之間的支持就不夠了。由此可見，同儕

支持對於雙親衝突的緩衝效果乃隨著衝突的嚴重性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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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外成年人支持的保護功能家外成年人支持的保護功能

Jenkins和Smith和SmithSmith(1990)的研究曾探討雙親衝突及家外成年人支持對青少年心理

與行為適應的影響，該研究發現，當青少年與家外成年人有緊密的關係時，家外成

人的支持便能夠完全緩衝雙親衝突對其適應的負面影響，然而家外成人的支持在本

土的樣本群體中卻無法緩衝雙親衝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負面影響，這樣的差異最

可能是源自於研究工具的差異。Jenkins和SmithJenkins和Smith和SmithSmith(1990)的研究在測量家外成年人支持

時，其支持來源包含專業人士，且詢問對象為青少年之母親，在測量上則是以見面

頻率來代表其支持程度；然而本研究在測量此概念時，則未包含專業人員的支持，

且測量青少年本人所知覺到的支持程度。此外，Jenkins和SmithJenkins和Smith和SmithSmith(1990)的研究只檢測雙

親衝突，未同時考量親子衝突的影響。本研究在區分父母與親子衝突後發現，家外成

年人支持能緩衝親子衝突對憂鬱情緒的影響。當親子關係緊張時，青少年需要其他成

年人提供支持，也許是因為這些成年人彌補了父母親所缺乏的支持功能，同時也滿足

了青少年在關係上的需求，降低了處於親子衝突中的青少年產生憂鬱情緒的風險。

3. 專業支持的保護功能專業支持的保護功能

過去文獻多探討專業支持對青少年的直接影響(如Colarossi & Eccles, 2003Colarossi & Eccles, 2003)或是

從評估專業處遇對個人身心健康的維護是否有效，較少探討專業支持對高危險青少

年是否具有緩衝保護的功能。然從本研究結果可見，專業支持能夠完全緩衝雙親衝

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影響，相較於其他支持來源，專業支持對雙親衝突嚴重的青

少年而言，較能協助青少年以健全的態度面對父母衝突帶給他的困擾與影響，而有

助降低青少年心理困擾的產生。此外，專業支持在親子衝突低的時候，對憂鬱情緒

的保護效果要比在親子衝突高時來得強。若與其他支持比較，我們可發現，當親子

衝突較嚴重時，家外成年人的支持才能夠緩衝衝突對憂鬱情緒的負面影響，可見當

青少年面對嚴重的親子衝突時，所需要的是成年人所提供的支持以及關係的建立，

而家外成年人在這樣的角色與功能的發揮上，要比專業人士來的更合適。

4.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家庭衝突與社會支持的本質並非完全相同，不同成員之間的衝突對青少年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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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有程度上的不同外，對青少年也產生不同的壓力作用，使

得家庭衝突與社會支持間產生了互異的交互作用結果。此外，所有交互作用項在階

層迴歸模式中所增加的模式解釋力雖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但解釋力則較低，CohenCohen

和WillsWills(1985)曾就此現象進行討論，他們認為：在階層迴歸分析中，解釋力被區分

為主要作用與交互作用，因此交互作用的顯著性通常較難顯現，而社會支持與壓力

的交互作用之所以不強烈，可能是因為混合測量支持功能導致減弱了壓力與支持之

間的連結。由於本研究僅分別探討不同來源的支持功能，此支持功能包含了訊息支

持、情感支持等，並未在測量上加以區隔，故可能造成交互作用顯著之解釋力不夠

強的問題。

(二)二))	建議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為實務工作者找尋一個更積極、有效的處遇切入點，希

望藉由研究結果讓我們跳脫傳統問題解決的模式，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出發，以突破

現行處遇限制，以下便提出三點建議供相關專業人士參考。

1. 處遇介入的方法與時機處遇介入的方法與時機

本研究發現，當雙親衝突較嚴重時，同儕支持的介入效果並沒有雙親衝突較輕

微時來得好；而當雙親衝突越趨嚴重時，專業支持的保護效果反而越顯著。由此可

見，對於經歷父母衝突壓力的青少年而言，可先連結同儕力量以提供支持，而當父

母衝突較嚴重時，則專業人士對青少年的關懷、情緒支持，以及訊息支持才是最重

要的，擁有專業支持的青少年，即便身處於雙親衝突嚴重的環境中，也能夠不受到

其負面的影響。

再者，親子衝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影響比雙親衝突來得大，可見青少年本

人與父母的衝突對其心理健康更具殺傷力。依照本研究結果，專業支持的早期介入

能發揮較大的保護作用，然此保護作用隨著親子衝突的增強而遞減，反而家外成年

人支持的保護效果較為顯著，由此可見，專業人士不應等親子衝突惡化後才積極介

入，而是應該提早瞭解並提供青少年所需的訊息及支持。當親子的衝突越嚴重時，

家外成年人支持乃為青少年憂鬱情緒的重要影響因子，此時專業人士除了致力於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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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衝突，協助解決親子衝突的問題，也可尋求或連結青少年之親戚、鄰居，或是成

年友人等非正式網絡的支持與協助。

2. 專業工作人員的服務策略專業工作人員的服務策略

本研究發現，專業支持能夠保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不受到雙親衝突與親子衝突

的負面影響。研究者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部分受訪者表示專業支持來源是學校的

某某教師，或是過去的導師等。可見得老師除了傳遞知識外，在情緒支持、訊息支

持上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社工除將自己視為青少年重要的支持來源外，也

可將學校老師納入支持的行列中，協助學校老師將焦點從青少年的問題轉移至青少

年的需求，或與老師共同評估青少年生活環境中的危險因子，使老師更全面的瞭解

學生，並能提供即時的情緒支持與解決之道。

此外，由於無論是家外支持或是專業支持，當親子衝突嚴重時，均無法產生有

效的緩衝作用，故專業人士應致力於降低親子衝突。學校老師、社工、諮商輔導員

除了協助青少年解決所面臨的衝突外，也應將家長納入服務或輔導的對象，莊玲珠

(2000)研究國中生親子衝突時發現：父母忽略子女需求或是管教不當乃是親子衝突的

主因，其建議可透過家長團體強化父母的親職功能與親子溝通技巧，並藉由團體提

供解決衝突的經驗與相關資訊；此外，也可透過親子工作坊增進親子間的互動與瞭

解。

3. 強化非正式系統的支持—同儕與家外成年人的支持強化非正式系統的支持—同儕與家外成年人的支持

除了專業介入外，非正式網絡的支持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樣具有保護作用。我

們應協助青少年拓展家外支持網絡，分別可從青少年個人及同儕兩個層面著手。在

個人層面，Botvin和KantorBotvin和Kantor和KantorKantor(2000)強調青少年社交技巧的提升對青少年適應有顯著的

影響；在同儕層面，可採用「同儕輔導」(peer counseling)的概念，讓受過訓練的同

儕以一對一的方式提供高危險群少年支持，或可將「過來人」組成服務團體，讓少

年在與有類似經驗的同儕互動中得到支持，以增進其心理健康，並降低偏差行為產

生的可能性(Ferguson, 1998)。

國外已有許多研究證實家外成年人正向支持對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性(Zimm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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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enheimer, & Notaro, 2002)，在實務工作中，英美國家服務高危險群青少年常用

的「良師益友方案」(mentoring program)便值得我們作為處遇介入的參考。此服務模

式乃是藉由社區中其他成年人與青少年一對一的互動與協助，使其擁有正向角色模

範，並得到支持與鼓勵(DuBois, Hollo�ay, Valentine, & Cooper, 2002)，國內目前有

部份少年服務中心採用外展工作模式，由社工主動進入社區提供服務給青少年，此

工作方法也可改為由受過訓練的志工來進行。此外，國內有部份國中採用義工媽媽

「認輔」的模式，然目前校方在對象的選擇上仍偏向有外顯偏差行為的學生，而非

從心理衛生的需求觀點來關心這些學生(陳毓文，20042004)。這樣的認輔策略若能以學生

所處環境的危險程度來選擇服務對象，則應能協助降低壓力環境對其心理健康所造

成的威脅。

(三)三))	研究限制與展望

雖然本研究有助於瞭解不同社會支持來源對家庭衝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之間所

展現的緩衝效果，但仍不免面臨一些研究方法上的限制。在研究架構與概念測量方

面，未來探討雙親衝突、親子衝突，以及青少年適應相關的研究時，可嘗試於研究

設計中將青少年和其父母同時納入研究測量對象，分別測量來自青少年及其父母的

主客觀資訊後再加以比較。在社會支持的部分，本研究僅分別討論不同支持來源的

社會支持，未將社會支持功能做更細緻的測量，忽略不同支持來源可能提供不同的

支持功能，以及不同的支持向度所產生的緩衝作用，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再深入探

究。又家庭衝突對於青少年憂鬱情緒的影響，並不會因社會支持或是兩者之間的交

互作用而改變，因此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更細緻的分別探討雙親衝突及親子衝突對

青少年的影響，以便能針對青少年的需求提供更適切的處遇與協助。

關於研究結果在跨文化推論性上的限制，因國內相關學術論述不足，本文之研

究架構與假設主要奠基於國外既有的研究成果，直接以這些國外文獻套用於國內青

少年身上不免有適切性的考量，但希望透過這樣的開始，使國內相關專業人士更積

極地看待社會支持對青少年的意義，以期更有效的協助青少年面對家庭壓力。期待

日後能有更多的研究針對此議題進行深入探究，以建構適合本土模式的理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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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Conflict, Social Suppor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upport from 
Peers, Professionals, and Other Adults

Ling-Ching Wang, Yu-Wen Chen

Purpose: During the 1970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was concerned with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adapt successfully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significant stress or adversity. 
The focus was on identifying resources that help individuals adapt successfully, that is, 
protective factors. We examined the impact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and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on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In addition, we examined whether the protective 
factors of support from peers, professionals, and adults other than family members could 
moderate the effect of family conflict on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We hypothesiz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nd age,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and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were risk factors for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but that support from peers, professionals, 
and other adults could be protective factors that reduced the effect of the aforementioned 
risk factors. Methods: Using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15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from 7 counties in Taiwan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A total of 1,416 students aged 12 to 
19 from these schools participated. Data were compiled through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administered in group setting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s with interaction effects were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ized model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y Scale--Depression (CES-D) scale, 83.3% of participants either did 
not suffer from a depressive mood or had a minor depressive mood, 16.0% were moderate, 
and 0.7% could be considered seriously depressive. The study revealed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in depressive mood: females and older adolescents exhibited a greater degre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female, older adolescents who had less 
peer support, more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d more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tended to 
suffer a higher degree of depressive mood.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explained a relatively 
greater degree of variance in depressive mood. The moderating models were supported in 
four conditions. First, professional support had a protective-stabiliz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to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When professional support was 
high,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had no effect on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however, the 
effect of marital conflict existed when there was a lack of professional support.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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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from adults outside the family had a partially protective-stabiliz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That is, support 
from adults outside the family could not completely eliminate the effect of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but it helped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such conflict on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Third, peer support had a protective-reacti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to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That is, peer support could help adolescents adapt, 
but much more so when their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was not very serious. Fourth, the 
same relationship was found in the effect of profession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 of parent-
adolescent conflict to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it ha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nly when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was not severe.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dings, we 
suggested that concerned professionals should not only attempt to reduce parents’ marital 
and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but also provide support or utilize informal resources such 
as support from peers and other adults. Such support can help adolescents resist threats 
and stress from their families. We also provided new perspectives regarding the timing and 
techniques related to helping families in conflict.

Key words:	Adolescents, depressive mood, family conflict, social support, moder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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